
我国儿童福利制度的进阶式普惠型转型道路：2025—2050

万国威

　　摘　要：儿童福利制度关系到近 3 亿儿童的健康成长,是我国高质量民生福祉建设的关键组成部分。 展望我

国 2025—2050 年儿童福利制度的现代化发展前景,需要回答儿童福利制度“为何要变”“朝哪里变”“怎样去变”三
个核心问题。 研究发现,我国长期以来实行的“补缺型”和“选择型”为主的既有制度已难以应对“被压缩的现代

性”带来的巨大挑战,儿童养育赤字逐步加深的态势使得我国尽快进行儿童福利制度的结构性转型成为必然。 这

一转型就是要逐步摒弃过度强调社会政策的生产属性、过度依赖家庭、对社会共济重视不足的福利建设传统,坚持

“向儿童投资”的历史发展主线,重塑“国—家”“公—私”的福利关联及其福利转换形式,通过更加普惠的家庭育儿

津贴与更加均等的基本公共服务来减少育儿责任的“隐性家庭化”,以资金与服务相均衡的保障形式来推动从“特
定儿童友好”到“全龄友好”的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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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良好稳健的儿童福利制度既是兜牢守稳民生保

障底线的关键,也是切实维护广大儿童合法权益的

基石。 当前我国面临着错综复杂的儿童发展困局:
一方面,过去 7 年间我国人口出生率从 2016 年的

13.57‰[1]下降至 2023 年的 6.39‰[2] ,这一严峻形

势令我国应对老龄化的人口规模与结构的优势有所

减弱,我国逐步进入全球总和生育率较低的国家行

列[3] ,利用更积极的儿童福利制度来促进新生儿数

量的增长成为社会政策布局的优先方向。 另一方

面,近年连续发生的恶性儿童暴力、忽视、欺凌等侵

害案件暴露出我国部分家庭的育儿行动已难以有效

因应 “ 被 压 缩 的 现 代 性 ” ( compressed moderni-
ty)① [4]带来的社会转型冲击。 据统计,我国儿童

遭受躯体暴力、情感暴力和忽视的比例分别可达

6.6%、19.6%和 26.0%,由此造成的间接经济损失已

占年度国民生产总值的 1.7%[5] ,反映出儿童高质

量养育问题的解决也同样迫在眉睫。 上述两方面情

况展现出,我国当前亟须重新审视儿童福利制度的

历史归宿,并通过一系列制度改革来确保全部儿童

及其家庭能够享有坚定有力的制度支持。
尽管学术界对为何会出现上述儿童发展困局进

行了诸多理论回应,包括但不限于人口及家庭结构

的变化[6] 、家庭养育负担的变动[7] 和生育养育观

念的转变[8]等,但不容忽视的是儿童发展困局及其

背后的隐性制度失灵更多源自我国儿童福利实践领

域家国关联的断裂,即国家福利不足致使其未能有

效阻断家庭功能障碍嬗变为儿童养育赤字②。 根据

财政部公布的 2022 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决算

数据,我国当前儿童福利财政投资额仅为 94.8 亿

元,约为“社会保障与就业支出”的 2.6‰,约为财政

投资总额的 3.6‱[9] 。 这一比例不但与其他社会保

收稿日期:2025-02-08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我国农村儿童的虐待风险及县域为本的协同治理体系研究”(23BSH129)。
作者简介:万国威,男,华东师范大学社会发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上海 300350)。

89



障项目相比显著偏低,例如仅为当年度我国基本养

老保险、基本医疗保险财政补助金额的 0. 9% 和

1.5%[10] ③,而且也仅为欧盟 27 个国家儿童福利支

出占财政总支出平均比例的 1.0%[11] ,这反映出我

国儿童福利在当前民生保障投资格局中处于相对边

缘的地位。 相对匮乏的儿童福利投资造成我国虽然

在政策上覆盖了规模超过千万的 “三层五类” 儿

童④,但儿童福利的实际享有人数却很有限,真正能

够以普惠型津贴和常态化服务形式来保障的人口仅

为 14.4 万名孤弃儿童和 41.4 万名事实无人抚养儿

童[12] , 两 者 之 规 模 约 为 0—17 周 岁 儿 童 的

1.9‰[13] 。 该投资格局在降低我国多数儿童福利

可获得性的同时,也随着人口流动、婚姻形式及育儿

模式的转变而放大了占家庭总数三分之一左右存在

潜在功能障碍家庭[14]的养育风险。
从更深层次意义来看,我国儿童福利投资的匮

乏与我国独特的儿童福利建设理念息息相关。 具体

而言,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所秉承的儿童福利建设

理念兼具较明显的“生产主义”(productivism)和“家
庭主义”(familism) 特色,这决定了我国儿童福利制

度长期坚持由家庭成员提供普通儿童保障、由公共

部门承担失依儿童养育责任的“补缺型” “选择型”
制度设计方案⑤。 实践中,“生产主义”加剧了我国

社会保险一家独大的社会保障格局,这一再分配能

力相对较弱、公民属性不强、强调“多缴多得”的制

度设计使得我国用于儿童、老年人和残疾人这三类

非劳动人口的社会福利投资仅为欧盟国家平均值的

12.6%[15] ⑥。 “家庭主义”因养育责任的“家庭隐

性化” [16]而激化了养育过程中的矛盾。 一方面,当
前我国每名城乡儿童的家庭养育直接成本已分别上

升至 27.3 万元和 14.3 万元,且每增加一名儿童,母
亲面临的收入惩罚会增加 12.8%[17] ;另一方面,我
国的粗离婚率和人口流动率却在过去 20 年间分别

提升了 86.9%[18] 和 210.4%[19] ,进而造成了家庭

养育成本上升与家庭养育能力下降的显性冲突。
这提醒我们,我国必须正视现阶段儿童福利投

资匮乏在应对低生育率和儿童恶性侵权事件等方面

带来的严峻挑战,必须高度警惕长期以来坚持的补

缺型为主的社会福利建设理念在新时期的消极、负
面甚至破坏性作用,必须重视通过儿童福利制度的

现代化建设来帮助普通家庭有效抵抗“被压缩的现

代性”带来的冲击。 但在这场转型过程中必须首先

明确三个基本问题:首先是“为何要变”,即现阶段

我国儿童福利制度的转型为什么具有历史必然性;

其次是“朝哪里变”,即借鉴先发现代化国家的历史

经验,我国儿童福利制度应当朝向何种方向转型;最
后是“怎样去变”,即新时期我国儿童福利制度转型

的进阶式道路是怎样的,关键举措有哪些。 这构成

了本研究试图回答的主要问题。

二、为何要变:我国儿童福利制度
转型的历史必然性

　 　 社会政策建立与完善的本质是国家对特定历史

情境下社会风险的功能性反应,故人类社会从社会

救助阶段走向社会保险阶段再到社会福利阶段的制

度演变进程其实也是各国因应从农业社会的灾害风

险到工业社会的资金风险再到后工业社会的照顾风

险的螺旋式风险治理过程。 各国的现代化既是不断

创造优渥物质和精神文明的现代化,也是新旧风险

集聚叠加与迭代升级的现代化,尤其对于后发现代

化国家而言,由于其所面临的风险通常是经济、政
治、社会和文化错综复杂且时空并存的,其现代化过

程也被概括为“被压缩的现代性”。 中国作为迈向

现代化的后发国家,同样会遵循这一人类历史发展

的基本进程,在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其他类型的诸

多现代化元素也会伴随而生[20-21] ,即中国既会借

鉴工业国家的传统构件与结构图景走向现代社会,
又会因现代化过程的连续性而使得传统工业国家缔

造的基础构件和结构关系发生坍塌,这构成了我国

社会政策建设面临的宏大背景。
这一宏大背景有益于我们理解中国长期坚守的

儿童福利建设理念为何会逐步面临挑战。 中华人民

共和国成立后,我国开始了艰苦卓绝的社会主义现

代化建设,建设目标经历了从实现工业化到实现工

业现代化及整个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现代化的跨

越。 在现代化建设初期,我国在引进苏联先进技术

的同时也借鉴了其工业社会的基础构件,包括但不

限于“单位生产” “职业劳动” “核心家庭”等,并由

此形成了以“单位制”为基础的“国家—单位—劳动

者—家庭成员”的新型福利递送结构。 实践中,国
家通过国有经济来保障单位、单位通过充分就业来

保障劳动者、劳动者通过稳定的婚姻与抚养关系来

保障儿童的这条递送链条成为绝大多数儿童获得福

利的主渠道,国家仅需要向失依儿童提供兜底保障

即可,这就是补缺型儿童福利制度形成的历史契机。
尽管这一时期国家因经济发展水平的局限而面临物

资匮乏的问题,但至少在治理逻辑上,我国颠覆了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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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社会自给自足的点状福利结构而形成了一种独特

的链式福利结构。
这种结构的优势有二:其一,链式结构建立起了

一条“由国到家”“由公及私”“由根至叶”的福利传

输渠道,并第一次以制度性方式确立了适应于有机

团结形态的家国福利关联。 其二,链式结构很好地

串联起了“单位生产”“职业劳动”“核心家庭”等工

业文明的基础构件,儿童福利制度可以嵌入生产制

度并为其所用,从而同时解决了“人的再生产”与

“物的再生产”的问题。
改革开放以来,链式结构开始随着“单位制”的

消解而松动,这一时期我国因融入世界产业分工市

场的需要而开始通过多项举措来减轻公有制企业的

负担。 通过 1980 年推动就业领域的“三结合”政

策、1984 年社会保险缴费试点、1988 年租售结合的

住房改革等举措,我国逐步推进社会政策的“商品

化”;进而,随着 20 世纪 90 年代末期城镇低保、职工

基本养老保险、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等制度的定型,
“单位制”改革逐步推向全国。 这一改革在经济层

面是成功的,但在福利领域带来的隐患就是原有的

链式结构被切割为“企业—劳动者”和“劳动者—家

庭成员”两段相互分离、互不隶属的断裂结构,以
“职业劳动”为依托的劳动保障形态和以“核心家

庭”为依托的生活保障形态开始在福利递送领域相

互独立。 在这场改革中,随着单位制的解体,劳动保

障形态也发生了变化,劳动者原本享有的由企业提

供的普惠、完整、体系化福利保障被削弱;同时,在生

活保障方面,劳动者婚姻关系的改变和赡抚养空间

距离的拉大造成了劳动者到非劳动者之间的福利递

送效应被削减。
从更大的地理范围来看,我国家庭育儿赤字的

问题与东亚各国有类似之处。 尽管仍然存在一定争

议⑦,但我国与东亚邻国在儿童福利建设过程中曾

经长期持有相似的补缺型理念。 这一理念因坚持经

济政策优先于社会政策的安排[22] 、家庭福利的高

使命感[23] ,并展现出生产主义和家庭主义相融合

的特征,因此被认为“是全球独一无二的” [24] 。 由

于家庭在福利提供过程中是“最完整且活跃的部

分” [25] ,因而东亚各国在非劳动人口上的公共福利

投资比重与欧美发达国家相比明显偏低。 一个典型

的例证就是 2002 年日本和韩国家庭育儿公共福利

投资在财政总投资的占比为 2.0%和 0.5%,经济合

作与发展组织(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
tion and Development,以下简称 OECD)国家的平均

值则为 4.7%,而 20 年后三者的比例分别为 4.3%、
4.0%和 5.0%[26] ,日韩始终与 OECD 国家的平均标

准存在差距。
在 21 世纪第一个 10 年,我国的儿童福利建设

理念依然以“补缺型”为主,这一理念在当时既能节

省公领域投资,又能发挥私领域在儿童养育中的独

有作用。 但是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这一过度仰赖

家庭力量且国家责任后置的儿童福利建设理念逐步

显示出其不良的政策后果,2015 年开始我国部分地

区连续爆发的恶性留守儿童事件以及 2017 年开始

逐步下降的生育率就是其集中反映。 为了应对这些

问题,我国在国家层面有序开展了一系列儿童福利

改革,例如福利涵盖对象在原有孤弃儿童的基础上

逐次 纳 入 了 困 境 儿 童 ( 2016 )、 农 村 留 守 儿 童

(2016)、事实无人抚养儿童(2019)以及流动儿童

(2024),开展了公共托育、儿童津贴、强制报告、临
时 /长期庇护、强制剥夺监护权等制度试点,并通过

“两个机构改革”和“一支队伍建设”⑧力图夯实基

层儿童福利服务能力。 这些举措将我国儿童福利制

度的政策覆盖对象从数十万人扩展到了两千余万

人,并促使我国基层儿童福利服务的专业性和连续

性有了显著增强,但受到我国长期秉持的“补缺型”
“选择型”制度建设理念的惯性影响,我国儿童福利

的投资仍有较大缺口,普通家庭可以获得的儿童福

利津贴与服务并未明显增多。
当前我国儿童养育赤字的逐步加剧客观上与近

年来人口流动加速、婚姻形式多样化、养育观念转变

等有关,但更本质的原因在于现行制度无法有效防

范全球风险对东亚后发国家所造成的威胁。 正如

Han 等学者认为的那样,“全球风险作为第二次现代

性的驱动力,在东亚更具有相关性,因为由于急于发

展的副作用,东亚国家面临的复杂风险要比西方国

家严重得多,东亚国家的个性化路径亦表现出更鲜

明的特征” [27] 。 全球化及其效率优先的制度扩散

造成了劳资双方福利关联的重塑,个体回归个性化

及对家庭责任的“祛魅”⑨则弱化了劳动者与家庭

成员的生活关联,两种关联的相继疏远导致家国福

利关联被进一步弱化。 这种“家庭中心的被压缩现

代性”(family-centered compressed modernity) [28]是

解释东亚各国普遍出现儿童养育赤字加深的一个重

要框架。
幸运的是,今天东亚各国已经逐步意识到了上

述问题并开启了相关改革。 作为后发现代化国家,
韩国 2000 年开始将社会服务由以低收入群体和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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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援助对象为主转向以儿童、老年人和残疾人为主,
其向儿童与家庭投资的趋势日渐明朗[29] ,2006 年

普惠型社会服务政策的推行、2007 年社会服务电子

券项目的开展、2014 年孕产妇援助服务计划的扩容

都推动了其国内儿童福利制度的普惠性,2022 年韩

国家庭服务支出占财政总支出的占比也从 0.5%快

速上升至 3.1%。 在我国,关于增加儿童福利投资的

呼声也在日益高涨,有研究表明我国弱势家庭对公

共部门提供育儿支持表现出了普遍积极的态

度[30] ,且随着个体风险增长,公众的社会福利期待

也正在变得愈加强烈[31] 。 因此,我国需要认识到

补缺型为主的儿童福利制度建设的历史性任务可能

即将成为过去,因为其已经无法有效应对现代化对

我国普通家庭的风险冲击,故抓紧开展儿童福利制

度的转型已势在必行。

三、朝哪里变:先发现代化国家的
历史经验及其中国启示

　 　 先发现代化国家实现现代化的道路也是儿童福

利制度不断完善的道路,既伴随着从“忽视儿童”到

“发现儿童”再到“投资儿童”的理念变革[32] ,也伴

随着从关注贫困者到关注劳工阶级再到关注非劳动

人口的制度升级。 从当前先发现代化国家的儿童福

利建设经验来看,以津贴、补贴、个税抵扣、信托基金

为主的四种资金保障形式与学前教育、公共托育、居
家照料、家庭咨询、家庭援助、寄养、收养、特殊青少

年协助为主的八类服务保障形式共同构成了儿童福

利制度的普遍安排,且以普惠性津贴与专精儿童服

务作为核心制度工具。
由于普遍采取“普惠型” “制度型”相融合的制

度设计,先发现代化国家的儿童福利投资普遍呈现

出数额较大、形式较为均衡的特点。 据表 1 所示,笔
者选取了 20 个先发现代化国家进行数据统计和观

察,这些国家当前的儿童福利财政投资占比平均达

到 5.0%左右,每年可为每位儿童所在家庭提供平均

1184.8 美元的财政补贴,其中资金形式在儿童福利

投资中的占比为 50%左右。 同时,这些国家的儿童

福利投资在财政总投资中的占比在过去 20 年间出

现了 0.3%的小幅上升,每名儿童的财政投资金额上

涨了 89.9%,且以福利服务形式开展的儿童福利投

资占比出现了 7.7%的增长。
表 1　 近 20 年来先发现代化国家的儿童福利投资力度与结构变化

体制 国家名称
儿童福利占财政投资比例(%) 每名儿童的财政投资(美元,PPP) 资金形式占儿童福利投资比例(%)

2002 年 2022 年 变动 2002 年 2022 年 变动 2002 年 2022 年 变动

英美
体制

澳大利亚 7.9 5.6 -2.3 859.2 1234.5 43.7 77.2 58.9 -18.3
英国 6.7 5.7 -1.0 744.1 1166.4 56.8 65.7 59.6 -6.1

新西兰 6.9 6.5 -0.4 587.0 1199.0 104.3 75.4 53.8 -21.6
爱尔兰 7.7 6.7 -1.0 896.6 1431.9 59.7 80.5 67.2 -13.3

欧陆
体制

荷兰 3.4 3.7 0.3 518.7 929.1 79.1 44.1 45.9 1.8
德国 4.4 5.4 1.0 615.0 1346.6 119.0 65.9 44.4 -21.5
法国 5.5 4.9 -0.6 831.9 1321.1 58.8 49.1 49.0 -0.1

比利时 5.2 5.3 0.1 789.0 1503.9 90.6 67.3 60.4 -6.9
奥地利 5.7 5.1 -0.6 902.8 1459.8 61.7 86.0 70.6 -15.4
瑞士 4.2 5.2 1.0 571.3 1246.6 118.2 81.0 69.2 -11.8

北欧
体制

芬兰 5.8 5.4 -0.4 800.7 1454.3 81.6 55.2 38.9 -16.3
挪威 6.4 6.2 -0.2 1148.5 2128.9 85.4 62.5 38.7 -23.8
丹麦 6.7 6.7 0.0 1089.6 1938.2 77.9 41.8 38.8 -3.0
瑞典 5.7 6.9 1.2 945.3 1867.8 97.6 47.4 37.7 -9.7

南欧
体制

西班牙 2.3 3.0 0.7 220.6 531.7 141.0 30.4 43.3 12.9
意大利 2.4 3.0 0.6 320.9 629.6 96.2 54.2 53.3 -0.9
葡萄牙 3.0 2.8 -0.2 266.1 437.4 64.4 46.7 67.9 21.2
希腊 1.6 3.7 2.1 164.3 536.6 226.6 93.8 78.4 -15.4

日韩
体制

韩国 0.5 4.0 3.5 27.8 590.7 2024.8 0.0 22.5 22.5
日本 2.0 4.3 2.3 180.7 741.1 310.1 65.0 37.2 -27.8

平均值 4.7 5.0 0.3 624.0 1184.8 89.9 59.5 51.8 -7.7

　 　 ∗ 基础数据来自 OECD 于 2023 年 11 月 16 日公布的《社会支出数据库》(social expenditure database),作者自行统计。

　 　 比较不同福利体制类型􀃊􀁉􀁓的投资力度(如图 1
所示),可以发现四个重要结论:其一,无论是哪种

福利体制类型,其儿童福利投资额度都会随着经济

发展水平的提升而增长,即这些国家的人均 GDP 每

增长 1 万美元,儿童财政补贴每年就会平均增加

1735.8 至 2286.5 美元。 其二,在这些国家中,北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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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的儿童福利投资力度最强,盎格鲁-撒克逊国

家和欧陆国家居中,日韩与南欧国家则较为有限。
过去 20 年间,日韩两国的人均 GDP 大致为北欧国

家的 56.0%至 69.0%,但其儿童福利投资占比与北

欧国家投资占比的 36.1%相比,尚存在一定差距,这
显示出福利建设理念对于儿童福利投资力度具有较

大影响。 其三,除了欧陆国家存在一定的分化以外,
其他国家的儿童福利投资与其福利建设理念具有密

切关联,同一类型国家内部的儿童投资比重高度趋

同。 其四,由福利建设理念不同所造成的儿童福利

投资差异在过去 20 年间未有显著变化,北欧国家相

对充裕的投资力度与日韩、南欧国家相对有限的投

资力度间的差距未有明显缩小。 上述研究总体上证

实,尽管利用经济发展红利来持续投资儿童乃是先

发现代化国家的普遍共识,但各国因循自身福利体

制的基本理念,在投资力度上仍有差异化的倾向。

图 1　 部分国家儿童福利投资力度的 20 年变化

　 　 进一步观察不同国家的儿童福利投资形式(如
图 2 所示),可以观察到三个趋势:

其一,资金形式的福利投资虽然是各国长期以

来的主流选择,但 20 年来儿童服务的投资占比却在

缓慢提高,尤其是北欧国家、盎格鲁-撒克逊国家以

及日本。
其二,福利建设理念对儿童福利投资结构具有

显著影响,其中北欧国家(61.5%的服务支出)和日

韩(70.2%的服务支出)更侧重于服务保障,盎格鲁-

撒克逊国家(40.1%的服务支出)更侧重于资金保

障,而欧洲大陆国家和南欧国家则居中。
其三,秉持不同福利建设理念的国家,其投资形

式也表现出一定的异质性,北欧国家和盎格鲁-撒
克逊国家比较稳固,日韩正在趋同,而欧陆国家和南

欧国家则在采取何种福利投资形式上存在国别分

化。 上述研究总体上证实,虽然不同福利体制间仍

然存在一定的差异,但资金与服务相均衡的儿童福

利投资形式正在逐步被各国接受。

图 2　 部分国家儿童福利投资形式的 20 年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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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述儿童福利投资力度与形式上的不同也直接

影响到了儿童的出生与发展。 其中儿童财政投资的

增长会对总和生育率和儿童茁壮成长指数( child
flourishing index) [33] ⑩ 产生积极影响 (如图 3 所

示)。 根据 2022 年先发现代化国家的统计结果,每
增加 1000 美元的儿童福利投资,将提高 0.35%的总

和生育率以及提升 7.2 个儿童繁荣指数的全球位

次。 福利建设理念间的差异性也有较强表现,在生

育率方面,北欧国家、盎格鲁-撒克逊国家和部分欧

陆国家(荷兰、比利时)普遍能够较好解决出生率偏

低的问题,其总和生育率多维持在 1.5 的国际警戒

线以上,而南欧国家和日韩则通常伴随着长期的生

育率低迷。 在儿童发展方面,日韩、北欧国家和部分

欧陆国家(荷兰、法国、比利时)能够更好解决儿童

发展问题,相比而言南欧国家和盎格鲁-撒克逊国

家的儿童发展状况则在效率上相对不足。

图 3　 部分国家儿童财政投资力度对总和生育率和儿童发展的影响

　 　 总结思考这些先发现代化国家过去 20 年来的

发展经验,对于我国实现未来的儿童福利制度建设

具有一定的启示。 其一,我国需要深刻认识到儿童

福利制度转型的重要意义。 目前日韩等国在过去多

年始终未能有效提升总和生育率,这对于其国家的

人口安全影响极大,故从短期效率和韩国的转型经

验角度看,我国需要抓紧开展可以有效因应新时期

社会风险集聚扩散的儿童福利制度转型,避免低生

育态势的持续和重大恶性儿童侵权事件的发生。 其

二,我国需要尽快加大儿童福利投资力度。 我国当

前的儿童福利投资在财政总投资中的占比仍然较

低,对于儿童和家庭本身的公共财政投资仍然羸弱,
我国需要通过财政投资力度的有序加强来切实降低

潜在的家庭育儿风险,形成更加稳健的家国福利关

联。 其三,我国要高度重视资金与服务保障形式的

均衡。 考虑到各国 20 年来儿童福利投资形式愈加

平衡的基本态势,我国需要认识到资金与服务保障

形式的独有价值,在制度建设中高度重视普惠型家

庭津贴、税收抵扣等资金保障项目与公共托育、学前

教育、家庭援助等服务保障项目的均衡,努力实现儿

童福利投资领域的结构性平衡,并为其创造最大化

的财政投资价值。

四、怎样去变:儿童福利制度的
进阶式转型道路与关键举措

　 　 上述研究证实了我国儿童福利制度转型的历史

必然性,强调了先发现代化国家积极强化儿童福利

投资以及实现资金与服务保障形式相均衡的建设经

验,揭示了我国儿童福利制度未来可能需要借鉴学

习的经验。 那么,未来我国儿童福利制度应当如何

转变,其进阶式转型的关键举措有哪些呢?
从总体目标来看,到 2050 年,我国需要依托均

等普惠的儿童津贴和优质高效的儿童在地基本公共

服务实践来构建儿童全龄友好的现代化国家。 具体

而言,儿童福利制度的建设需要逐步摒弃长期以来

高度依赖家庭成员来单独完成高品质养育的思维惯

习,在未来 25 年以资金与服务相均衡的形式来重塑

“国-家”的福利关联及福利转换形式,利用公共部

门辐射的家庭支持举措来彻底破解“单位制”福利

传递链条断裂后有功能障碍家庭子女未能有效享有

替代性福利的问题,实现育儿责任从“隐性家庭化”
到“适度家庭化”的政策转变,通过开展分级分类服

务设置和夯实基层儿童服务体系来推进儿童投资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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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落到实处,并在制度建设中真正将儿童视为社

会优先的民生保障群体。
上述总体目标的确立与我国两个深层次的宏观

背景相关联。 一方面,国民经济持续向好并终将

“投资于人”的政策属性决定了儿童福利转型的战

略走向。 “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是中国式现代

化的重大任务” [34] ,这决定了我国的经济增长是

以服务好人、保障好人为前提的,是以满足人的基本

需要和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为基础的。 “补缺型”
“选择型”相结合的儿童福利制度是我国特定历史

时期、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它必然会随着经济社

会发展以及民生福祉要求等实践要素的改变而发生

转向。 另一方面,两次现代化的社会风险集聚叠加

构成了我国儿童福利转型的紧迫外在环境。 当前育

儿问题已经成为影响国家人口安全与家庭“急难愁

盼”的核心事务,其深层逻辑在于两次现代化带来

的不确定风险亟须通过稳健有力的家国福利关联来

确保儿童发展的确定性。 儿童的健康成长关系到国

家人力资本的有效积累,是大国持续增强国际竞争

力和强劲经济增长动力的源泉,通过儿童全龄友好

政策来深化资金与基本公共服务的安排、优化福利

提供领域国家与家庭的转换关系、细化儿童福利供

给的传输渠道与落地形态,也就成为我国儿童福利

制度转型的必由之路。

结合我国儿童福利实践基础与基层可承载能

力,未来我国儿童福利制度转型应当采取“先有后

好、先易后难、先资金后服务”的策略进行,其具体

的进阶式道路可以分解为三个阶段。
一是特定儿童友好阶段:到 2030 年,我国推动

建立国务院儿童工作委员会牵头、以各级未成年人

保护中心(站)为枢纽的儿童福利递送体系。 福利

实践实现从“失依儿童”到“弱势儿童”的过渡,巩固

现有的儿童资金保障形式,在既有孤弃儿童、事实无

人抚养儿童的基础上对 2000 余万名困境儿童、留守

儿童、流动儿童、残疾儿童等弱势儿童及其家庭提供

8 项基础的基本公共服务,儿童福利投资规模同比

2025 年有较快增长。
二是全龄儿童适度友好阶段:到 2035 年,我国

逐步建成以普惠型儿童津贴和 12 项基本公共服务

为核心的儿童福利制度,普惠型儿童福利津贴覆盖

全部育儿家庭,普惠型家庭育儿福利服务广泛建立,
实现从“弱势儿童”到“普通儿童”的过渡,儿童福利

投资在财政总投资中的占比显著上升。
三是全龄儿童友好阶段:到 2050 年,中国全面

建成儿童全龄友好、以居家社区综合服务为基础的

现代化国家,儿童福利投资的占比与先发现代化国

家相比有显著缩小,均等普惠的家庭津贴和优质高

效的儿童在地基本公共服务全面实现。
表 2　 新时期我国儿童福利制度转型的进阶式道路

项目 第一阶段 第二阶段 第三阶段

具体时间 2025—2030 2031—2035 2036—2050
基本任务 特定儿童友好 全龄适度友好 全龄友好

核心使命 促进生育、防止恶性侵害 促进儿童发展 促进儿童高质量发展

重点人群 三层五类儿童+罪错未成年人 家庭功能障碍儿童 家庭弱功能儿童

福利类型
兜底保障+特定儿童普惠津贴+

有限的基本公共服务
普惠型儿童津贴+适度普惠型服务

高质量的普惠型儿童津贴+
普惠型服务

保护主体 县级未成年人保护中心 街道 / 乡镇未成年人保护站 社区综合服务站

财政形式 资金形式为主 资金、服务形式相对均衡 资金、服务形式均衡

资金保障 救助资金、残疾人两项补贴、个
税抵扣、有限的生育津贴

适度的儿童津贴 较高水平的儿童津贴

基本服务

寄养服务、收养服务、关爱保护
服务、机构庇护服务、公共托育
服务、社区探视服务、特殊儿童

康复服务、学前教育服务

左栏服务+家庭咨询服务、家庭援助
服务、家庭短期喘息服务、儿童社会

心理干预服务
社区综合育儿服务

　 　 具体到实践中,这一道路的实现应当分阶段、分
步骤来完成,其中短期内需要完成的关键节点性事

务有六项。
一是在国家层面明确我国儿童福利投资的重大

意义,逐步改变儿童福利投资在民生保障总投资中

相对边缘的地位,坚定进阶式普惠型儿童福利制度

的转型道路,以普惠型儿童津贴为优先建设方向,系

统解决人口结构失调与人力资本积累不足等威胁国

家战略安全的育儿困局。
二是逐步完善立法。 考虑到“儿童福利法”立

法难度较大,短期内可推动构建以国务院“儿童福

利条例”为基础的政策体系,从规范的层面解答“为
谁保障” “由谁保障” “怎么保障”等实践困惑,以
《未成年人保护法》 《家庭教育促进法》以及各项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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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法规、部门规章为依据,推动涉及我国“三层五

类”儿童、罪错未成年人的政策宣讲、强制报告、案
件转介、关爱保护、部门会商、个案服务、监护评估、
临时监护、长期监护和强制剥夺监护权等十项政策

真正落到实处。
三是推动分离国务院妇女工作委员会和儿童工

作委员会,将儿童工作委员会及各类协调议事小组

权责同构地放置于民政部,由民政部儿童福利司作

为全国儿童福利与保护的统一牵头单位,系统性强

化民政、公安、教育、卫生健康等行政部门以及妇联、
团委等群团组织在儿童福利政策制定与宣讲、数据

互联与共享、重大案件协商、联合督导督查等四个关

键领域的协同合作。
四是推动在全国普遍做实县域层级的未成年人

保护中心,将县域未成年人保护中心打造成兼具资

源链接、庇护转介与技能培训等功能的中心,重点破

解县域未成年人保护中心编制配备不够、场地设施

不足、人员专业化程度低、资源调配不充分、部门协

同能力弱等问题,全面形成“县域未成年人保护中

心—街道乡镇未成年人保护站—村居儿童之家”的
机构建设格局。

五是推动建立“基层儿童服务队伍的中长期规

划”,依据村镇规模与数量测算全国儿童服务者的

数量,以明确中央和地方的人员配比及由此出现的

财政支出规模。 同时,要重视利用岗位设置、购买服

务、乡镇民政站改革等契机,将基层儿童服务者从兼

职逐步转变为专职或半专职,并通过增强职业预期、
提升岗位薪资、增加情感激励等形式来稳固基层儿

童服务的专业队伍。
六是推动儿童福利系统与低收入家庭核对系统

的数智化融合,将政策覆盖儿童及其家庭全部纳入

数智核查,提升弱势儿童精准识别、动态监测、风险

预警与服务链接能力。
从中长期来看,我国儿童福利制度的进阶式建

设需要做好以下六项关键事务。
一是持续强化我国儿童福利投资,逐步完善资

金与服务相均衡的儿童福利投资构架,参考借鉴先

发现代化国家的有益经验,重点强化儿童在地基本

公共服务的普惠性、均衡性、可及性,优先强化针对

家庭功能障碍或家庭弱功能儿童的咨询、援助、喘息

和心理干预服务,推动逐步形成针对所有儿童的全

龄友好的社区综合育儿服务,让经济发展红利能够

更多、更好地惠及每一个家庭。
二是积极推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颁布“儿童福

利法”,明确国家在儿童福利领域的基本理念、财政

支持、机构建设、从业人员、服务内容和保障标准等,
以法律形式稳固国家对家庭育儿安排的基础性支持

责任。
三是推动儿童福利牵头管理部门的级别和业务

进一步提升,合理扩展其部门的综合管理行政权限,
进一步赋予其在儿童生育、养育、教育全周期管理中

的协调联动、资源统筹与专项行政执法权,通过各层

级统一部门的归并逐步实现全国儿童福利工作的协

同治理,同时利用群众方便可及的社区综合服务站

来打造“社区辐射型”育儿帮扶形态。
四是重视数智时代先进技术的应用,对儿童风

险及其后续服务开展基于数智技术的可信的分级分

类,其中分级是指依据儿童风险实现干预服务及时

性与强制性的层级性划分,分类是指依据儿童性别、
年龄、城乡、困境类型等基本人口特征,实现服务针

对性的划分。 可通过生成式 AI、人工智能体等技术

的全面应用探索实现分层分类人群筛选、需求锁定、
服务链接,通过具身智能等技术的普及不断增进特

定层次与类型儿童的居家照料、社区互动与社会融

入能力。
五是分级分类梳理好儿童与家庭专项服务清

单,在充分考虑到未来家庭可能因数智技术而变得

更加原子化、异质化的基础上,优先对需要长期高强

度支持的家庭或有复杂服务需求的家庭开展监护状

态监测、紧急庇护援助、融合服务咨询、疗愈康复指

导、周期性喘息服务、替代护理照料、家庭增能访问

等服务支持,推动广泛建立儿童福利服务可感知、可
操作、可追踪、可管控的操作规程,全面实现儿童个

案服务底线要求与基本管理标准的落地。
六是大力发展具有医学、教育学、心理学、法学

等专业知识背景的专精儿童社会工作队伍,技术性

区分由专业儿童工作者完成的“响应”服务(如个案

管理、危机干预、AI 赋能等)与教师、社区工作者完

成的“吹哨”服务(如政策宣讲、摸排统计、强制报告

等),充分利用高校教育资源与行业培训资源,持续

提升一线儿童社会工作队伍的综合业务素质和专精

服务能力。

注释

①Chang Kyung-Sup 等学者认为,被压缩的现代性是一种文明状态。
在这种状态下,经济、政治、社会和 / 或文化的变化在时间和空间上都

以极其浓缩的方式发生;在这种状态下,相互不同的历史和社会因素

的动态共存导致了一个高度复杂和流动的社会系统的构建和重建。
②岳经纶等学者也将其表述为“照顾赤字” ( childcare deficit),但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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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认为儿童养育问题不是简单的照顾服务问题,也涉及资金保障问

题,故将国际社会通用的“ childcare deficit”翻译成“养育赤字”更为

合适。 ③具体数据由作者根据财政部公布的《2022 年全国一般公共

预算支出决算表》中的数据进行自主核算。 ④具体而言,我国儿童

福利制度的名义覆盖人群为“三层五类”人群,其中以“福利”形式覆

盖的为孤弃儿童和事实无人抚养儿童,他们通常可以获得稳定的福

利津贴与服务;以“保障”形式覆盖的为困境儿童(彭华民估测,近
100 万名),他们可以获得有限的机构内福利服务;以“关爱保护”形
式覆盖的为农村留守儿童(据民政部数据,200 余万名)和流动儿童

(民政部未公布官方数量,估测为 1700 余万名),他们可以获得非常

有限的机构外关爱保护服务。 另外,我国有近 500 万名残疾儿童目

前纳入了残疾人福利口径,但该群体未来也应纳入儿童福利范畴。
⑤需要指出的是,威伦斯基(Wilensky)等人在 1958 年所著的《工业

社会与社会福利:美国工业化在社会福利服务提供和组织方面的影

响》中以国家责任为依据提出了补缺型( residual)和制度性( institu-
tional)福利制度二分法。 蒂特马斯(Titmuss)在 1968 年出版的《福利

的承诺》一书中依据家计审查标准的不同而将福利制度划分为选择

型(selective)和普惠型(universal)。 彭华民在 2011 年发表的《中国

组合式普惠型社会福利制度的构建》中认为,我国的社会福利制度

是兼具“补缺型”与“选择型”的组合式制度。 ⑥具体比例由作者根

据 OECD 组织公布的 2022 年《按功能划分的年度政府支出》和我国

财政部公布的《2022 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决算表》中的数据进

行比较测算。 ⑦“东亚福利体制”的提法目前尚存在理论上的争议,
郑秉文(2001)、熊跃根(2007)、刘继同(2007)、Ochiai(2009)、Choi
(2010)等部分学者均认为东亚国家因福利制度的碎片化较为严重

而难以称呼为一种独立的体制类型,这与它们在政治架构、经济基

础、人口规模以及社会制度上的显著差异有关。 ⑧“两个机构改革”
和“一支队伍建设”均来自民政部等部门发布的《关于进一步推进儿

童福利机构优化提质和创新转型高质量发展的意见》 (民发〔2021〕
44 号),“两个机构改革”指的是基层儿童福利院与基层未保中心的

合并转型,“一支队伍建设”指的是乡镇儿童督导员和村居儿童主任

的建设。 ⑨需要指出,“祛魅”过程被部分研究风险社会的学者所提

及,它指的不是个体放弃自身家庭责任,而是指个人试图通过延长或

回归个性化的生活阶段,将现代生活(或现代性)与家庭相关的风险

降到最低。 ⑩福利体制类型的划分依循艾斯平-安德森的福利国家

类型划分以及国际社会有关南欧与东亚福利体制的划分,将其划分

为英美体制(自由主义体制)、欧陆体制(保守社团主义体制)、北欧

体制(社会民主主义体制)、南欧体制和东亚福利体制,典型国家的

分类依据国际社会规则开展。 􀃊􀁉􀁓儿童茁壮成长指数(child flourishing
index)是世界卫生组织和联合国儿基会从人类发展指数中析出的专

门用于评测儿童发展情况的重要指数,该指数包含存活率、自杀率、
免于暴力、教育、营养、贫困和保健等多重子指标,旨在用一组 0—1
的数字来评估各国在儿童发展领域的具体情况,是目前国际社会比

较权威与公认的指标。 世界卫生组织、联合国儿基会于 2020 年在

《柳叶刀》发布的重要报告中公布了各国的儿童茁壮成长指数情况。
根据该报告的数据,我国的指数值为 0.81,位于全球第 43 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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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progressive pathway in the universal transformation of
China’s child welfare system: 2025—2050

Wan Guowei
Abstract:The child welfare system has a bearing on the healthy growth of nearly 300 million children, and is a key component of

China’s high-quality people’s well-being. Looking ahead to the modernization and transformation of China’s child welfare system dur-
ing 2025-2050, we need to answer the three core questions of “why”, “where”, and “how” of the child welfare system. The study
found that the long-standing “gap-filling” and “selective” systems in China are no longer able to cope with the enormous challenges
posed by “compressed modernity” . And the gradual deepening of the childcare deficit has made it inevitable that a structural transfor-
mation of the country’s child welfare system should take place as soon as possible.This transformation aims to gradually abandon the
welfare construction tradition of overemphasizing the production attributes of social policies, overrelying on families, and undervaluing
social mutual aid. It adheres to the historical development main line of “ investing in children”, reshapes the welfare relationship be-
tween “state-family” and “public-private” and their welfare transformation forms. By implementing more inclusive family childcare
subsidies and more equitable basic public services, it reduces the “hidden familialization”of childcare responsibilities. Through a guar-
antee form balancing funds and services, it promotes the shift from “specific child-friendly”to “all-age friendly”.

Key words:social insurance; child welfare; childcare deficit; invest in children; the progressive pathway in the universal trans-
form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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